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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青铜器铭文的装饰功能

杨 远 ( 郑州轻工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)

摘要: 商周青铜器的铭文具有重要的书史性质，从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组成元素看，它也

是青铜器装饰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具有重要的装饰功能。而青铜器铭文的这种装饰功能，
也有连续的发展过程: 其滥觞于史前的刻画符号，在商、西周时期得到初步的发展，到东周
时期达于繁盛，东周以后逐渐装饰于玉器、铜镜、瓷器等其它器物上，成为我国古代装饰艺
术的一道独特风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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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铜器在过去，最为学术界关注的内容就是

其上的铭文，因为它有重要的“书史”性质，为
古文字学者、考古学者、历史学者提供了重要的
研究信息，学者们也大多热衷于对这些特殊文字

的考释，毋庸置疑，这些文字确实为我国古代历

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，并且取得了重要成

绩。但谈到青铜器装饰艺术的时候，我们认为这
些文字，尤其是一些器物表面的铭文，除了它本

身的纪念“书史”性质外，它也是青铜器装饰艺
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对于青铜器铭文的装饰性，
学者们也早有认识，如郭沫若先生在谈及栾书缶

铭文时指出: “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之文
饰也，其效用与花纹同。”［1］唐兰先生也曾提出:
“把铭刻作为图案或夹在图案中间，或写成带图
案意味的鸟虫书及其它形体，以及嵌金银，嵌绿

松石，也都为的是美观的目的。”［2］但均未引起足
够重视，对其研究有待深入，下面就青铜器铭文

装饰的滥觞和在商周时期的发展概况做以简要的

系统分析，权作抛砖引玉。

一、铭文装饰功能的滥觞———史前的刻划符号

这种铭文 ( 或刻符) 性装饰，是在继承史前

陶器的刻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有着深厚的历史

渊源。杨晓能先生近年也提出: “ ( 商周青铜器
上的) 有些图像既可作为图形文字又可作为铜器

装饰，继承了史前传统。”［3］过去学者多从文字学
的角度对史前陶器的刻符做了系统分析研究，我

们认为史前陶器刻符同样具有美化陶器的作用，

也就是具有装饰性。下面我们就对史前陶器刻符
装饰的发展作以简要回顾。
就目前考古发掘资料显示，陶器刻符最早见

于距今 8000 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 ( 图 1
－ 1) ，但它在陶器上的大量出现要到仰韶文化时
期。目前在仰韶文化的陕西西安半坡、临潼姜
寨、铜川李家沟、甘肃秦安大地湾、河南汝州洪
山庙等遗址均发现有陶器刻符数十种，特别是在

宝鸡北首岭还发现有用黑色彩绘的符号。它们大
多刻划在钵形器外口缘的黑宽带纹或倒三角纹

上，一般一器刻一个符号，这些符号以简单的线

条排列穿插组合而成。就其性质，一般认为它们
是一种具有特定意义的记事标志［4］，但从其所在

位置看，在客观上也对器物具有装饰作用 ( 图 1
－ 2) 。在时代稍晚的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，发
现有类似于仰韶文化的刻符，但它们多以颜料描

绘而成。这些符号有的处于器物的下腹，马家窑
文化的陶器下腹多无纹饰，这些描绘的符号调节

了这种素面的单调感，在客观上也起到了装饰作

用; 有的符号穿插描绘于彩绘纹样中间，既充实

了纹样的空白，也改变了纹样的组合形式，无疑

和纹样一样，具有装饰的作用 ( 图 1 － 3) 。约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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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史前时期陶器上的刻符装饰

图 2 夏商时期陶器上的刻符装饰

同时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则发现了许多图像类符

号，它们大多刻画或描绘于器物的腹部，这些符

号在刻画之后还往往涂朱或增添小圆圈，因而它

们更具有图形的特征，也因此更具有鲜明的装饰

意味 ( 图 1 － 4) 。到龙山文化时期，这种符号性
装饰仍习见于陶器表面，特别是到龙山文化的末

期，这种刻画符号更具有了文字的特征，它刻画

于陶器表面，是毫无争议的文字性装饰。如陶寺
文化出土的陶器上的朱书陶文，绘于器物的表

面，装饰效果和意图非常明显 ( 图 1 － 6) 。而在
南方的大溪文化、屈家岭文化、崧泽文化、良渚文
化等诸多文化圈内都发现有类似的刻画符号，许多

符号轮廓分明、具有图形的特征，虽可能具有徽识
的作用，但其图案装饰意味则更浓 ( 图 1 －5)。
史前的人们不仅充分利用艺术形式来表达宗

教文化上的观念，他们也十分重视表现艺术的和

谐美。彩陶盆中对称的人面鱼纹和网纹若仅有黑
彩的圆形格局，画面自然有些平庸呆滞，所以原

始艺术家便在黑边上或空白处匀称地刻画出具有

神秘意义的符号，打破了先前静止的格局，起到

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
从史前继承并沿用下来的这种刻于陶器表面

的符号或“文字”，在商周以后仍有发现，它们
可能有其它的意义，但其装饰性也非常明显，起

到了美化器物的作用 ( 图 2) 。这种文
字的装饰作用，逐渐为古代艺术家所

继承发展，用于装饰玉器、青铜器、
瓷器等，如后代 ( 包括现代) 日常使

用的瓷器上常见的吉祥用语——— “四
季平安”、“吉祥如意”等，既起到了
美好的祝福作用，也同时装饰了器物，

使器物更为美观。其中，在青铜器上

使用文字性装饰，在商周

时期最为发达，由最初的

一字到多字，由散乱到整

齐划一，由图形文字到错

金铭文、鸟虫书，充分展
示了这种装饰的繁华富丽

丝毫不逊于青铜器上的线

性纹样和雕塑性装饰。下
面就其发展情况分阶段作

以分析如下。

二、商代、西周青铜器铭文装饰的初步发展

在青铜器上使用这种文字性装饰，就目前资

料显示，最早见于商代前期。这个时期的青铜器
铭文发现较少，且有铭者也很简短，一般为一两

个字，多被认为是族徽。这些铭文，多数图画性
很强，是在继承陶器刻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图形

文字。有的刻于器物显著位置，起到了装饰器物
的作用。如郑州商城白家庄墓地出土的一件罍
( C8M2∶1 ) ［5］，其颈部饰有三个龟形图案，唐兰
先生释为 “黾”字，并认为是族徽［6］。从这三
个龟形图案匀称分布的特点和其图形特征看，显

然具有强烈地装饰效果，它们所在的罍的颈部光

素无纹，用三个龟形图案作以调节，或可作徽

记，但装饰意图非常明显。另外，在郑州杨庄出
土的一件爵［7］，腹的一侧饰兽面纹，另一侧饰以

鋬为中轴的对称双目 ( 图 3 － 1) ，有人认为应为
象形文字，释为 “”［8］，考虑到郑州商城陶器上
曾出有相似的刻符 ( 图 2 － 2 ) ，如果前者为文
字，那这种推断也不无道理。从其所在的位置和
图形特征看，其装饰意图也很明显。其它商代前
期青铜器的铭文多铸于器物内壁部位，有的较为

隐蔽，有的也较明显，但是否有装饰意图尚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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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商代铜器铭文 ( 图形文字) 装饰

图 4 西周时期铜器铭文的装饰性

肯定。商代后期，青铜器的铭文由少
逐渐增多，少者一、二字，多者四、
五字到数十字不等，内容主要是族徽、
职官名、器主私名、祭祀对象身份和
庙号等。这些铭文大多刻于器物较为
隐蔽的地方，如爵、斝的鋬阴，觚、
尊的外底，鼎的内壁，盂、卣的盖、
底等，都是需加细心才能看到的地方。
这些铭文的形体均有美术加工的痕迹，有时还采

用变形、增饰对称的形式，既有原始的象形特
征，又有别于实用文字，有浓厚的美化装饰意

味，所以有学者称之为 “象形装饰文字”［9］。而
部分器物的铭文刻于非常明显的部位，如器物的

肩、腹的外部，我们认为这种铭文具有明显的装
饰目的。最为显著的是妇好墓出土的两件器物:
妇好罐和平底盉［10］。妇好罐 ( M5∶852 ) 的腹外
壁中部有“妇好”二字铭文，与铭文之上装饰的
一周斜角雷纹相对应，构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

( 图 3 － 2 ) 。圆肩平底盉 ( M5∶837 ) 的 “妇好”
铭文，位于器物一侧的肩部，位置十分醒目，和

筒状短流上的斜角雷纹相呼应，自然协调，装饰

意图极为明显 ( 图 3 － 3) ，“它与简洁的轮廓线
配合协调而统一，整个造型干净利落。”［11］陈志
达在探讨妇好墓青铜器的装饰艺术时，特别指

出: “少数铜器的铭文却铸在壁面显露部位，像
是经过精心设计的。”［12］

另外，这个时期的一些铭文仍具有图形文字

的性质，也有一定的装饰效果。如殷墟侯家庄西
北岗 HPKM1004大墓出土的牛鼎和鹿鼎［13］，底里
分别铸有牛形、鹿形的铭文，而它们的腹外壁则
分别以牛首、鹿首为主纹作装饰 ( 图 3 － 4) ，这
种内外呼应的装饰形式极具艺术巧思，或暗示了

这类器物的用途，但装饰用意也是显而易见的。
西周时期，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大超过

了商代，铭文也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主要是字数逐

渐增多。出现了长篇巨制的铭文，内容十分广
泛，有册命、赏赐、志功、征伐、诉讼及颂先扬
祖等，其史料价值非常重要，正如郭沫若所讲:

“在其进化的第二阶段有书史的性质，此性质以
西周遗器为最著。”［14］这些铭文虽也大多刻于器
物内壁或底部，但因多长篇巨制，并不是很隐

蔽、不易发现，铭文虽长，但多注意谋篇布局，
加上铭文本身的书法艺术美，对器物光洁素朴的

内壁也起到了一定的装饰作用。如史墙盘的铭
文［15］，刻于盘内腹底部，共 18 行 284 字，几乎
占去了底部所有面积，而且铭文布局严谨，笔画

粗细均匀，首尾如一，字体端庄，笔势柔和圆

润，极富装饰意味 ( 图 4 － 1 ) 。同样，这种铭文
的装饰作用，也用于部分器物的外壁十分醒目的

位置，装饰意图更为明确。如庄白一号窖藏出土
的十三年壶［16］，器口外壁用 11 行铭文作点缀装
饰，改变了器口外常用纹样 ( 环带纹) 装饰的单

调感，同时又与颈部的鸟纹和腹部简洁的十字络

纹相呼应，使整个器物装饰极为简洁流畅、和谐
统一 ( 图 4 － 2) 。

三、东周青铜器铭文装饰的繁荣

到了东周时期，王室权力衰落，列国的青铜

器物增多，器物制作与西周相比，已趋简率。铜
器上有铭文的较少，无铭文的很多，铭文一般都

很简短。春秋早期的铭文与西周晚期铭文很相
近，从书法风格上有时难以判断出两者之间的差

别，列国间的金文也都相差不远。春秋中、晚期
到战国时期，各地文化的迅速发展，影响到青铜

器铭文的制作，出现了带有地域色彩的青铜铭文，

如北方晋国尖头肥腹的蝌蚪文，南方吴、越、蔡、
楚等地出现了笔画多加曲折，或以鸟形和圆点作

为附加装饰的鸟虫书体。这时期铭文的装饰意图
则更为突出，艺术设计者采用了多种形式来加强

铭文的装饰效果，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:

一是青铜器的铭文刻于器外者显著增多，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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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装饰作用。郭宝钧先生也曾作过总结: “凡这
些铭文一般都在器壁外，为人目能见，人手能接

触到的地方。”［17］据目前考古发掘资料，这种于
器物外壁刻铭的青铜器在这一时期所占比例比以

前有所增多，在许多地方都有发现，如江苏吴县

何山出土的春秋后期的一件盉［18］、山西文水上
贤村出土的壶［19］、浙江绍兴坡塘 306 号墓出土
的汤鼎和罍［20］、湖北随州出土的壶［21］等，它们
的铭文或刻于颈部，或刻于肩部，均十分醒目，

特别是战国时期的许多器物多素朴无纹，这种铭

文起到了强烈的装饰效果。李先登先生就曾指
出: “ ( 春秋战国时期) 许多铭文已成为器物表
面装饰的一部分。此时美术字体也兴起了，例如
南方吴、越、徐、楚地区流行的鸟虫书即在文字
笔画上附加鸟形装饰，或整体作鸟形，更增强了

铭文的装饰效果。”［22］

二是设计者通过对书体的象形变化增加装饰

效果，如圆转流畅的篆书体和前述蝌蚪文、鸟
书、龙书、虫书等图形文字的变化，追求图案化
的装饰目的极为明显，使青铜器的装饰内容具有

了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。如鸟虫书中的象形虫
纹、鸟纹、龙纹加夹在字体结构中，在不同的分
布区域，它们的组合形式是不一样的，它们可以

是单鸟或双鸟、多鸟来装饰一个字，并附加于字
体的任何一个部位。鸟形处理可以是双钩式或剪
影式，有一定的线条粗细和节奏的变化。鸟形不
光注重鸟头的刻画，而且在字体必要处可以加上

鸟爪等来装饰，还有的鸟虫书运用整体的鸟形来

装饰描绘，正是这种千姿百态的鸟虫书造形，使

青铜器的铭文装饰变幻多姿、丰富多彩。
三是在铭文上加以错金、银，这类铭文大都

在器物的显著位置，起到了明显的装饰作用。如
山西文水上贤村出土的壶，其肩部篆书错银铭文

9 字，外部边框也用错银镶边，和素朴无纹的壶
体形成了强烈反差，更加突出了铭文的装饰效

果; 而传世的栾书缶的肩部和腹部则有错金铭文

5 行 40 字，在错金书中极为少见，其字体多变、
金丝圆转所表现出的优美韵致使青铜器的铭文装

饰达到了新的境界。

四、结语

由上述可见，青铜器上的铭文装饰有着深厚

的历史渊源，它始自商代前期，历经商代后期、

西周、春秋早期的发展，到春秋中、晚期和战国
时期达于繁盛，是青铜器装饰艺术的不可忽视的

重要组成部分，犹如器表的雕刻主题和纹样，这

些铭文同样刻意求功，字里行间洋溢着书者对文

字艺术化的执著追求。商周以后，这种文字艺术的
装饰功能继续被运用于铜镜、瓷器等器物的装饰上
面，形成了我国古代装饰艺术的一道亮丽风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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